
秦人牧马有方，得周赏封，最初的

根据地在“西犬丘”，位于现在甘肃省礼

县，这是秦的第一个都城。牧马必居水

草丰茂之地，秦人以水为原点，寻找大

河、开发大河成为了一种思维方式。

沿河而进

秦发展历史上历经了“九都八迁”，

分别是西犬丘、秦邑、汧城、汧渭之

会、平阳、雍城、泾阳、栎阳、咸阳。

这些秦国都城有共同特点：一是大都分

布在渭河北岸，沿河向东推进；二是大

都扼守渭河干流和支流的交汇点，具有

极强的地域辐射力和控制力。河流是大

地血脉，占据关键节点，先得地利，这

是秦人古老而朴素的智慧。

秦邑大体是现在的天水，位于散渡

河和渭河的交汇处；汧城大体是现在的

陇县，位于渭河支流汧河的上游；汧渭

之会、平阳、雍城都位于现在的宝鸡，

散布在汧河与渭河的交汇处；泾阳、栎

阳、咸阳都位于现在的西安，散布在泾

河和渭河的交汇处。由此可见，秦的前

期发展史，其实就是开发渭河流域的历

史，第一阶段主要经营渭河上游的散渡

河流域，第二阶段是逐步开拓渭河中游

的汧河流域，第三阶段是反复巩固渭河

下游的泾河流域。

抓住发展中的关键元素，也就找准

了发展的方向。根据现代考证，战国时

代的关中地区温度高于现在，雨量充

沛，水系较多，秦人近河亲水，找到了

广阔的施展空间。

治水兴农

水之德，滋养万物，水之道，顺势

而为。秦人与河为伴，以农战为本，自

然形成了热衷水利的传统。秦人不仅仅

利用天然河道，而且大胆向前迈出两

步，一是改造河道，二是再造河道。都

江堰致富巴蜀，郑国渠再造关中，皆是

惊世之举，均收万世之利。

秦国设计修筑都江堰，既是改造自

然也是利用自然，在岷江出山口“凿离

堆，辟沫水之害”、开凿宝瓶引水口，

“壅江作堋”、修筑鱼嘴分水堤，把岷江

分为了外江、内江。不设拦水大坝，没

有控制闸门，充分利用天然地形，因势

利导，外江泄洪排沙，内江灌溉良田，

成为匠心独具的经典工程。成都平原有

了都江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

千里”，造就天府之国。兴修郑国渠更是

不畏其难，不舍其细，三百里干渠连通

已有和新修的干渠、毛渠，融通关中

水网。

都江堰修建于昭襄王末期，郑国渠

修建于秦王政初期，这段时间恰是秦战

略转型的关键期。秦逐步确立了吞并天

下的整体格局，不再拘泥于一战之胜

负、一城之得失，宏大目标需要更加稳

固的基础，稳农业当务之急，兴水利重

中之重。在兴修重大水利、集中发展农

业中，秦不断完善自上而下的治理结

构，形成了完备的动员机制，暗中涵养

了惊人的爆发力，用于农则农兴，用于

战则战胜。

军工一体

秦人不仅依靠河流寻求发展，还依

靠河流开展军事行动，河和水都成为

“神兵利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

实现高效运输十分不易，战略投送能力

和后勤补给能力往往决定了战争走向，

秦对此有独到之处。

早在穆公时代，晋国遭遇灾荒，秦

运粮救灾，强大的船队沿着渭河，在东

西数百里的水路上连绵不绝，史称“泛

舟之役”。到了昭襄王时代，秦伐楚国，

在巴蜀集合万艘大船，搭载十万之众，

携带粮米六百万斛，浮江而下，声势浩

大。放眼当时，列国之内，知水用水莫

有过秦者也。

秦人不仅知晓舟船之利，而且化水

为兵，奇谋百出，成至刚至猛之威。鄢

郢之战是秦楚相争的重要战役，其中攻

克鄢城是水战的经典之作。鄢城是楚都

郢的北方门户，防守完备，急切难下。

然而，水利经验丰富的秦人异常敏感，

在全面考察中捕捉到鄢城软肋，不惜大

兴工程，在百里之外筑坝蓄水，修长渠

引水攻城，坚城一鼓而下，杀伤楚国数

十万军民，极大地削弱楚人斗志。此役

所修水渠本为临时之用，因其坚固耐

用，历经修葺，至今仍然灌溉几十万亩

良田，是为“白起渠”。

鄢 郢 之 战 不 是 特 例 ， 公 元 前 226

年，秦再次用水攻发动灭魏之战。魏都

大梁以坚城深池闻名天下，但秦人用水

如神，改造周边水网，引黄河、鸿沟之

水，漫灌浸泡大梁三月，魏终于城破国

亡。在长期实践实战中，秦将军事和工

程融为一体，军尤善工，工可为军，战

略坚定，战术灵活，运筹天地之力，六

国防不胜防。

帝国血脉

秦灭六国后，北却匈奴，南拓百

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既动，

当修河渠。于是北有秦渠，南有灵渠，

打通帝国筋脉，抟力杀力如臂使指。

灵渠晚于都江堰约40年时间，渠首

工程与都江堰鱼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

湘江之水三七分流，既沟通了长江、珠

江两大水系，又增强灌溉调节功能，军

民都可从中受益。正是有了灵渠作为补

给生命线，五十万秦军才能安心南下，

进退有据，拓展帝国版图。

沿河而进，秦得水之利，更思水之

德。战国之争，不仅是金戈铁马，还有

民心所向。诸侯各国筑坝开渠大都各自

为利，如魏国白圭治水甚至以邻为壑。

还有各争水利、有悖天时，居然出现了

“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的极端情

况。水之德在容，秦之水利虽首为国家

之需，却恰恰展现了共享惠民的另一

面，这是一种纵观全局的气魄，默然之

间无疑有巨大感召力，六国之民入秦务

农就不足为怪了。昭襄王以降，秦国开

创了系统工程的黄金时期，一些工程历

经两千年，依然如故、造福一方，成为

一个伟大时代的记忆。

了解秦人对水、对河的情感，也就

理解了秦人对河西之地的特殊挂念，理

解了秦人沿河东进的执着，理解了秦至

始皇，终尚水德，以黄河为德水。水火

为天地之力，周为火德，秦为水德，秦

取而代之，抛去阴阳五行的神秘面纱，

水火之争是优胜劣汰，善者为之。如果

说火是防御性要素，让人别于自然，那

么水就是发展型要素，让人融于自然，

秦以江河为血脉，自得天地之助。

雄关漫道，以人为峰。金城千里，

岂可易得！秦人五百年栉风沐雨，走过

山山水水，大河之子终成大地之主。

大

河

之

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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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中国古代
循吏循吏

古代循吏在读书为官期间，能

够以公心对待工作。守住公心就成

为他们的为官底色。怎么才能更好

地守住公心，刘基的“四不”理论

或许能为官员提供某种启示：“弱

不可凌，愚不可欺，刚不可畏，媚

不可随。”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不

可欺凌弱者，不可欺骗愚昧者，不

可畏惧强悍者，不可附合献媚者。

有的循吏出身于草野，天然有

一种民本情怀，等到他们走上仕途

后，能够竭尽全力地为百姓服务，

做到“弱不可凌”。刘秀当皇帝

后，名士费贻被任命为合浦太守。

合浦北依丘陵，南临南海，是古代

百越族居住的地方。费贻上任后，

合浦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他能

够站在百姓的角度，为百姓做实

事。当地盛产珍珠，又圆又大，百

姓以采珠为业。采珠民众过多，致

使土地荒芜，粮食缺乏；奸商故意

降低珍珠价格，拿少量粮食换取珍

珠。如果费贻不闻不问，听之任

之，在某种程度上，算是变相加重

了百姓负担。然而，费贻经过调查

研究后，秉持着对百姓负责的态

度，积极引进中原地区发达的农耕

技术，在合浦大力奖励百姓开垦荒

地，种植粮食和蔬菜。他还亲自到

农村指导农民生产劳动，与农民同

吃同住，带领农民修建水渠、山

塘，合浦农业得到快速发展，合浦

百姓解决了温饱，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当费贻因为任期满而离开合浦

的时候，合浦百姓不忍其离开，攀

辕百里相送。

古代循吏在为官生涯中，能够

发现治政中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不遗余力地思考对策、

打破陈规、废弃陋习，让官员能够

摒弃杂念，让百姓能够减轻负担，

试图达到“愚不可欺”的目的。明

代名臣刘大夏，居官廉洁，关心民

生。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他发现

广州驿站没有人手。经过调查了

解，刘大夏发现镇守太监王敬从中

做了手脚。王敬将广州驿站的百名

船夫私自提调外出搞副业，这些船

夫搞副业所挣的钱中要拿出大部分

钱交给王敬，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了

广州驿站正常工作的开展，而且损

害了船夫的正当权益。王敬看似聪

明，实则对船夫搞愚民政策。刘大

夏直接起草文书，废弃这一弊政，

既有效保证了广州驿站正常工作，

又切实维护了船夫的利益，还打击

了王敬从中捞取钱财的不良行为。

古代循吏能够对具体事务详细

参详，在掌握真实情况的基础上，

作出正确的决策。即使遇到强力干

涉或者利益集团阻扰，仍然能够排

除阻力，着力解决难题，做到“刚

不可畏”。宋仁宗时期的唐介，为

官期间，敢于触碰豪族权贵，为百

姓做主，做出了一番事业。唐介在

岳州为官期间，有不法官员恃势为

恶，为害乡里。当时有个宦官叫杨

怀敏，他占着一处水塘，水塘之水

经常淹没农田，给当地百姓造成水

患灾害。杨怀敏利用水塘之水淹没

农田之机，企图将受灾村民赶离田

地。前任岳州官吏因杨怀敏背景深

厚、权大势高，不敢依法惩办杨怀

敏。唐介就任岳州沅江令后，发现

杨怀敏之事，在深入调查取证基础

上，明确了杨怀敏侵凌百姓利益的

事实，毅然依法惩办了杨怀敏，维

护了百姓的利益。

古代循吏在具体工作中，依据

法律和事实，正确处置各类事务，

试图做到“媚不可随”。宋朝名臣

刘随，虽然名为刘随，却被誉为

“邦之司直”。他总能在自己的各个

任职上，不随陈俗、不畏权贵、不

怕流言，按照事实本来的样子评人

论事、处理问题。刘随在当大理寺

丞的时候，负责断案。当时有一个

叫李溥的官员，利用职务之便，贪

污敛财。李溥贪污之事败露后，此

案牵涉到许多权贵，主审李溥案件

的官员为了迎合皇帝之意，对李溥

没有深究。刘随则不然，负责断案

的他发现李溥案诸多疑点，再次弹

劾李溥，使李溥最终接受了法律的

制裁。刘随在担任右司谏的时候，

江淮发运使钟离瑾利用职权，将数

十艘船的奇花怪石运到京城，贿赂

京城权贵。刘随了解了情况后，大

胆地向皇帝谏言，让钟离瑾得到应

有的惩处，因此刹住了奢靡和贿赂

之风。

守 住 公 心 的 循 吏
□ 石志刚

（上接1版头条） 要炼就政治慧眼，
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
和工作方法，善于从政治上研判
形势、分析问题，透过现象看本
质，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断增强
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涵养
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
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见微
知著能力。要提高政治站位，常
观大势、常思大局，自觉站在党
和国家工作全局高度看问题、作
决策、干工作，从国家发展战略
中找定位、抓机遇、谋发展，牢
牢掌握领导工作主动权，奋力开
拓改革发展新境界，确保各项工
作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前进。要加强政治锻炼，以

勇于自我革命精神打造和磨砺自

己，做到矛盾问题敢抓、歪风邪

气敢管、重大任务敢上、刀山火

海敢闯，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大智

大勇，在攻坚克难中实现能力跃

升。要强化斗争精神，不怕事、

不信邪，敢担当、敢负责，特别

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亮剑、

善于斗争，坚决防止和克服嗅不

出敌情、分不清是非、辨不明方

向的政治麻痹症，保持共产党人

的风骨、气节、操守和胆魄，真

正当好党的政治建设的实践者、维

护者、推动者。

以深化标本兼治
净化政治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

是检验我们管党治党是否有力的重

要标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

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

前所未有的决心和意志推进正风反

腐，彻底改变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

状况，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

胜利。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全面

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旗帜鲜明加

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坚持问题导

向、深化标本兼治，切实把净化政

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

把“严”的要求长期坚持下去，持

续建设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执行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

干准则》，着力提高贯彻民主集中

制 的 质 量 ， 有 效 落 实 “ 三 会 一

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

制度，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

武器，让党员干部在严肃规范的党

内政治生活中经常接受政治体检、

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永

葆政治本色。要严格选人用人标

准，认真贯彻好干部标准，始终把

政治过硬放在第一位，完善知事识

人体系，坚持正确用人导向，真正

把那些对党忠诚、勇于担当、能打

硬仗、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好干

部用起来，让真做事、能干事、干

成事的实干者得实惠，让混日子、

熬年头特别是投机钻营者没有市

场。要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大

力弘扬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

导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

是、清正廉洁等价值理念，抵制和

反对关系学、“潜规则”。要持续加

大正风反腐力度，压紧压实党委、

纪委监委两个责任，充分发挥巡视

巡察利剑作用，运用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加强警示教育，扎牢制

度笼子，规范权力运行，精准执纪

问责，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有效机制，坚决

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上接 1版二条） 既然这三步不可

能同步实现，在不同的阶段，针对

不同的主要问题与中心任务，马克

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必

然是一个长期的螺旋式上升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正如列宁所言，

“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

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

要地位”，并形成既一脉相承又与

时俱进的阶段性创新成果。在此

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

辑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

兴的逻辑，它服从中国现代化进程

与民族复兴进程的需要。

从实践需要角度看，更容易理

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现当代

历史进程中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发挥何种作用。革命战争年代，以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方法为指

导，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

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

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

会主义建设，取得新胜利。改革开

放新时期，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

训，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

原理尤其是生产力决定作用理论为

指导，实行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经济发展迅速，综合国力不断提

升。新世纪以来，面对以往改革发

展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党强调更关

注于人本身的整体发展。就关注人

本身而言，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

为中心，积极推进改革成果的共

享，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就整体发展而言，强调发展

的科学性、全面性、系统性，以及

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这

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

想、系统思想发挥了有效的思想启

蒙之功。百年的结合进程与成就表

明，马克思主义不仅能够指导人们

摧毁一个旧世界，而且能够指导人

们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新社会。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的运动主体

就运动主体而言，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就是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人民群众在党的

领导下充分发挥历史创造作用的

过程。五四运动以后，1921 年中

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使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有了坚强的领导主体。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又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

地位与作用。党是领导主体，人

民是更为广泛的历史主体。这种

情况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进程中，如何处理党与人民群众

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而

言，党的领导干部应该具有深厚

的理论素养与丰富的领导经验，

通过理论学习与深入调查研究来

认 知 使 命 、 了 解 现 实 、 汇 集 民

智、把握规律、设计政策，在更

为自觉的层面上进行工作，人民

群众相对而言则更为自发。自发

需要自觉来 总 结 、 提 升 与 引 导 ，

自觉源于自发、高于自发而指导

自发，自发与自觉是一种辩证统

一关系。这种自觉源于自发而又

指导自发的机制集中体现在作为

我们党根本工作路线和根本工作

方法的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

中国实际具体而有效的结合，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已经充分

证明了群众路线的正确性和重要作

用。但也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进程中，这种自觉与自发的辩

证统一并非能够自动实现。如果教

条主义严重、思想僵化保守，调查

研究工作没有做好、对实际情况

与群众诉求不了解，群众路线的

贯彻落实就会出现问题，马克思

主 义 中 国 化 的 进 程 就 会 受 到 挫

折，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受到损

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历史和

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

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

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

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

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可

以说，历经百年的经验、教训与成

就，我们对中国化进程中党和人民

群众的关系，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要

作用与实现机制有了更理性的认

识、更为深入的理解。

马 克 思 主 义 中 国
化的推进基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

程，充分证明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的极端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必须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将发展与推进

基点切实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五

四运动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蔚为大观，随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也将之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对

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深入理解却是

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马克思

主义博大精深，且产生于与中国现

实与文化差别巨大的西方工业文明

的语境之中。这种情况下，对于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运用很容易犯本

本主义的错误，将马克思主义创始

人的某些具体观点视为理论上的天

经地义与实践中的金科玉律。实际

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强调要

从实际的问题与需要出发来运用理

论。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原则不

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

果；这一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

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

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适应原

则，而是原则只有适合于自然界和

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针对革命战争时期本本主义的

错误，毛泽东特别强调要“有的放

矢”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就

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

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

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

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

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针对建

设与改革中的教条思维，邓小平则

更为直接地将实事求是称之为马克

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要打

破僵化认识的束缚与言必称经典、

行必找依据的陈旧积习，形成人们

对于实践与理论关系的正确理解，

确立实践的优先性，面对现实问

题，树立彻底的实践思维，灵活地

结合理论，探索适合自己的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强调：

“我们要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

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

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聆听时

代声音，更加深入地推动马克思主

义同当代中国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

合，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

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

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